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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近代以体用范畴对中国社会出路的探索继“中体西用”与“西化”论思潮后，梁漱溟以“意

欲说”文化哲学对“西化”论展开了再否定，但却重蹈了体用割裂的覆辙。此后，熊十力通过“本心”

本体论哲学建构对梁漱溟的思想予以改造与转进，从而以体用一致原则构建了一种堪称“中体新用”

的中西文化融合理论模式，在唯心主义路线上完成了近代以来中西文化融合思想辩证综合的理论任务。

全面梳理从梁漱溟到熊十力的思想发展进程，对于深入认识近代中西文化融合思想的发展规律以及推

进当代中国与世界多元文化的融合创新与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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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ollowing the trend of thought of “Chinese Learning as Substance, Western Learning for Function” 
and “Westernization”, modern China attempted to explore the way out for Chinese society with this essense-
function theory. Liang Shu-ming denied the “Westernization” theory by adopting “Willing Theory” cultural 
philosophy, but repeated the defect of the split between the substance and function. Then along Liang Shu-
ming’s direction, Xiong Shi-li made great improvements through his “original mind” ontological philosophy, 
and constructed a “Chinese substance and new function” theory model of the fus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on the base of the unity of the substance and function, which completed the dialectical comprehensive 
task o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al fusion thoughts in modern China.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ideological 
development process from Liang Shu-ming to Xiong Shi-li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elopment law of moder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al fusion ideas and to promote the fusion of innovation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a and the world’s multicultur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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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中国近代思想界在体

用范畴视域下展开了关于中国社会出路的理论探

索，并经历了“中体西用”和全盘否定中学的“西

化”论两大阶段；此后，随着梁漱溟对“西化”

论的批判，思想界又开启了“复兴儒学”的现代

新儒学思潮的历史进程。从体用关系的角度，国

内现代新儒学研究者普遍将现代新儒家视为 20
世纪“中体西用派的主要代表”[1]8，“是典型的

中体西用论者”[1]371。笔者认为这一论断过于粗略，

其忽略了现代新儒学在文化体用观上从梁漱溟到

熊十力的重要思想转进以及中国近代中西文化融

合思想体用之争的螺旋式发展特征。因此，笔者

拟以熊十力对梁漱溟中西文化融合思想的改造与

转进为核心，对近代以来中西文化融合思想的体

用之争与发展逻辑作一专题探讨，以深化关于现

代新儒学思想发展以及近代以来中西文化融合思

想辩证发展规律的认识，为当代中国与世界多元

文化的融合发展提供理论借鉴。

一 应对西方文化的早期探索：从“中

体西用”到“全盘西化”

中国近代对于西方文化的认识以及中西文化

的比较和融合是与鸦片战争以来国人对社会出路

的探索相伴而行的。在 19 世纪 80 年代以前，无

论是早期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

还是后来曾国藩、李鸿章的“自强”“求富”，

他们对西方文化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军事等物质技

术层面，认为在武器与生产技术上中国不如西方，

需要学习效仿，而在典章制度与纲常名教上中国

是“远出西人之上”[2]。到 80 年代后，随着中法

战争与甲午战争中国的战败，国人开始关注中西

政治体制层面的差异，从而相继引发了学习、效

仿西方君主立宪、民主政体的戊戌维新与辛亥革

命。但辛亥革命后的社会现实使中国人进一步认

识到，仅仅建立西方式的民主政体是远远不够的，

必须实现国人“伦理的觉悟”[3]204 等精神层面的改

造，才能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与现代国家。新文

化运动以“民主”与“科学”思想来改造国民，

表明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已经从物质技术与

政治体制的层面深入到西方文化最为根本的思想

文化等精神观念的层面。

从鸦片战争到新文化运动，中国人在 80 年的

时间中完成了对于西方文化三个层面认识不断深

化的过程。这一认识过程在理论上正是以洋务派

代表张之洞“中体西用”的理论总结所使用的体

用范畴为视域展开的。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体”

一般指事物内在的、本质的方面，“用”则指“体”

的派生物，泛指事物外在的、功用的方面。“中

体西用”通过这一具有明确统属关系的体用范畴，

对中西文化的优劣比较与借鉴融合进行了理论总

结，成为 19 世纪 80 年代以前中国人处理中西文

化和探索中国社会出路的主导思想。而此后的康

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革命派人士，在实践中

逐步开始了对“中体西用”思想体用割裂弊端的

反思，强调“中西并重”“体用并举”，实际是

以“西用”改变“中体”，即“以西化中”，从

而深化了关于中西文化体用范畴与内涵的理解。

其间，严复的思考颇具代表性。他说：“体用者，

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

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

用者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

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议者必欲合之

而以为一物。且一体而一用之，斯其文义违舛，

固已名之不可言矣，乌望言之而可行乎？”[4] 这

种体用一致的理论反思，随着国人对西方文化的

认识不断深入，到新文化运动时期已成为当时思

想界的理论自觉。陈独秀与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

发起者，强调中西两种文化，“存其一必废其一……

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3]204，252 这一对待西

方文化的态度，就是认为必须在文化之“体”上

以西方的“民主”与“科学”思想取代传统的儒

家文化，才能在“用”的层面真正实现民主政体

和工业文明。这种思想在继承严复体用一致思想

的同时，强调在体用两个层面“全盘西化”，其

较洋务派割裂中西文化各自体用之间的固有联系

而对二者进行机械拼凑的“中体西用”论显然彻

底得多。但体用两个层面全盘西化所导致的全面

否定文化传统，又必然使学习与吸收西方文化失

去民族文化的立足点而成为空中楼阁，其在理论

与实践层面都存在众多问题，由此也必将引发思

想界新的思考与反弹。因此，随着新文化运动的

发展，中国思想界虽然已经认识到学习西方文化

必须深入到文化的精神观念即文化之“体”的层面，

但围绕着中西文化之“体”的具体内涵的不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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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思想界开始出现新的分化，从而形成西化派、

现代新儒家以及马克思主义等不同派别，对中西

文化融合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出路给出了各自不同

的理论回答。其中，以梁漱溟为开端的现代新儒

家继续沿着以精神、观念为文化之体的唯心主义

的传统路线进行理论探索，而马克思主义阵营则

以唯物史观突破了此前文化观上以精神、观念为

文化之体的既有框架，在唯物主义思想路线上对

中西文化融合的体用关系进行了新的理论总结与

探讨。

二 梁漱溟“意欲说”文化哲学对中西

文化融合道路的新探索

梁漱溟正是在西化派全面否定传统文化的氛

围中展开他对“西化”思潮的批判性反思的。他

在 1920 年开讲而后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中提出了“意欲说”文化观，认为“文化”就是“一

民族生活的样法”，而“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

并强调说，“你要去求一家文化的根本或源泉”，

就“要去看文化的根原的意欲”[5]352。由此他根据

不同文化中意欲满足方式的区别将人类文化分为

意欲向前要求的西方文化、意欲调和持中的中国

文化和意欲反身向后的印度文化三种路向，并按

照这三种文化所解决的问题领域的变化，认为世

界文化将沿着西洋—中国—印度的顺序渐次发展

与复兴，“于是古文明之希腊、中国、印度三派

竟于三期间次第重现一遭”[5]527。

根据“意欲说”文化观，梁漱溟对陈独秀等“西

化”派展开批评。他说，西化派以民主与科学作为

西方文化的根本精神，是没有深入到贯穿这两种精

神的“一本的源泉”，只有这“贯串统率的共同源泉”

才是西方文化的最根源之“体”[5]351-352。而这一最

根源之“体”，“一本的源泉”，就是他所说的

西方文化“意欲向前要求”的人生态度。由此人

生态度才产生了“民主”与“科学”两大异彩的

文化。他进而指出，意欲向前要求的精神虽然使

西方取得了重要成就，但这种“人生态度到现在

已经见出好多弊病，受了严重的批评”，无论是

经济还是科学与哲学方面，西方文化已出现由意

欲向前要求的西洋态度向意欲调和持中的中国文

化态度的显著变迁。因此，在这一文化的过渡时代，

他认为西化派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强调全盘西化，

既未深入到西方文化“一本的源泉”，“没给人

以根本人生态度”，又“不知拣择的要（将西方

文化）原盘拿过来”，“这种态度于今日的西洋

人为更益其痛苦，而于从来的中国人则适可以救

其偏，却是必要修正过才好” [5]531。所以，他总结说：

对于民主和科学，我们“只能为无条件的承认”，

可谓“全盘承受”，“否则，我们将永此不配谈人格，

我们将永此不配谈学术”[5]532-533。但对西方文化的

根本精神——意欲向前要求的人生态度则要“根

本改过”，即“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

来”[5]528。作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式，梁漱溟提出

要发扬孔家的“发于直接的情感”的“刚的态度”，

认为由此可以将西方文化“奋往向前”的人生态

度“含融”到中国文化意欲调和持中的人生态度

里面，从而适应世界文化由西方态度向中国态度

转变的过渡时代的要求，达到“提倡一种奋往向

前的风气，而同时排斥那向外逐物的颓流”[5]537-538

的理想意图。 
在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的思想氛围中，

在封建帝制这一儒家文化的制度根基已经坍塌的

时代背景下，梁漱溟通过对西方文化之“体”的

深入探寻而以“意欲说”文化观揭启了在现代社

会倡导“孔子之真”[5]544 的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序幕，

意图将所谓东方“静的文明”与西方“动的文明”

的精华吸纳融合为一。梁漱溟这种融合中西的文

化观念，一方面在西方文化之“体”的揭示上较

西化派更为彻底、更趋根源，另一方面对于西方

文化已经出现的弊端和变迁也有更敏锐的把握。

他的理论和西化派完全无视西方文化的问题与缺

陷而主张“全盘西化”的观点相比较，显得更具

思想深度，因而《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发表后在

思想界引起了强烈震动。但是，按梁漱溟自己立

论的“意欲说”文化观，中西文化是两种不同意

欲方向所产生的文化，在意欲调和持中的中国文

化之“体”上去全盘承受西方文化意欲向前要求

所产生的科学与民主等种种大“用”，恰恰是一

种不折不扣的“中体西用”论。这样一种文化主

张就同样违背了严复在“中体西用”论批判中所

要求的体用一致的原则和文化有机整体性的认识，

因而本身具有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再加上他的

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突出的机械性与浓厚的

主观色彩，共同宣告了梁漱溟“意欲说”文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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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西文化融合思想理论的冲突与不成熟性，关

于中国社会出路的文化探索仍然有待于进一步的

思考与推进。

三 熊十力对梁漱溟中西文化融合思想

的改造与转进

在梁漱溟之后，继续以体用范畴深入思考中西

文化融合并作出理论推进的正是熊十力。如果说，

梁漱溟的“意欲说”文化观“第一次把中国文化

纳入世界文化架构中来平等地加以讨论”[1]58，并

将中西文化之体的探寻深入到哲学思想的层面，

那么，熊十力可以说延续了梁漱溟的探索，继续

从世界视野和哲学层面思考文化问题。他认为一

国的文化虽包络至广，“然究其根荄，要必在哲

学思想方面”[6]300。因此，在新文化运动东西文化

论争时期，熊十力并未加入论争，而是埋头于更

本源的哲学思考。经过 20 余年的哲学探索，他相

继完成《新唯识论》文言文本和语体文本，确立

了以“体用不二”为旨趣的“本心”本体论哲学

体系。通过这一哲学建构，熊十力对梁漱溟的中

西文化融合思想作出了两大重要改造与转进，从

而为解决近代以来中西文化融合的体用之争奠定

了坚实的哲学理论基础。

首先，与梁漱溟将人类文化归结为不同民族的

“意欲”及其满足方式的差异不同，熊十力将文

化理解为不同民族的哲学思想对于共同的宇宙本

体的认识差异。由此，他将人类文化分为中、西、

印三种类型。在这三类中，他认为印度文化追求

涅槃胜义，“谈主宰，而不说即主宰即流行”，

是求体遗用；其力主出世而反人生，以宗教解脱

主义为特征，对社会历史问题不予关注。西方文化，

其哲学与宗教都以向外追求的科学精神为主导，

“谈流行，而不悟即流行即主宰”[6]285，是谈用而

遗体；主要成功了科学，但其一意外求，狂驰不返，

生命完全殉没于财富与权力之中，“科学发明，

反为人类自毁之具”[7]644。中国文化则重反求自得，

形成了以孔子儒学为根荄的独特型态，它即流行

识主宰、体用兼备、超知而不反知，是“大中至

正而无弊”[8]571 的最健全的文化形态，但由于其以

反己为本，“未免过轻知识，则有流于偏枯之弊”[9]。

再加上秦汉后的专制制度与佛老耽空滞寂的本体

论的影响，儒家文化体用兼备的精神受到遮蔽而

呈现求体遗用的倾向，使轻视知识的弊端更为突

出，以致中国社会在各方面呈现凝滞不进的衰象，

在近代与西方形成了明显的落差。通过中、西、

印文化比较，熊十力指出，由于印度文化不关注

社会历史问题，“中西之辩”也就成为近代以来“文

化上最大问题”。“能观异以会其通，庶几内外

交养而人道亨、治道具矣。”[10]

熊十力从哲学思想对于宇宙本体认识的角度

对文化类型的划分，与梁漱溟“意欲说”的文化

路向划分，在中西文化融合的意义上具有重要区

别。按照“意欲说”文化观，中、西、印文化之

“体”被归结为不同的意欲内容，它们所关注和

解决的问题不同，在价值上也难以进行高低优劣

的分判。这种文化多元论和相对主义立场使中西

文化融合失去了本体论的内在依据。既然作为中、

西文化之“体”的意欲内容完全不同，两类文化

自始就在不同路向上，那又怎么可能在坚持中国

文化调和持中的意欲之“体”的同时又能融合意

欲向前要求的西方文化之“体”所开出的民主与

科学之“用”呢？这种融合若一定要实现，那也

只能是重蹈洋务派“中体西用”论机械组合与嫁

接中西文化的历史覆辙。有鉴于此，熊十力一改“意

欲”说文化观的多元论和相对主义立场，认为宇

宙实体是自然与人类社会及历史文化的共同本体，

是“一”而非“多”，不同民族文化只是因环境

差异而对这一包括不同民族历史文化在内的最本

源的宇宙之“体”的认识不同而已。因此，作为

对统一的宇宙本体的认识，不同民族的文化本质

上就是一种同体而多相的关系，具有一种内在的

统一性，由此也就具有了“观异以会其通”的比

较借鉴与融合的内在依据。所以，熊十力说：“吾

只可许中西不能完全一致，而决不能许中西人元

始开端，便各走一条路，根本无接近处”[7]750，因

为“儒学与西学有不同者，亦只是形而上学部分，

西学于此，似犹徘徊歧路，并非西学别异吾儒，

而自有一条路可通也”[7]753。相反，若按梁漱溟的

说法，“将中西学术思想，根本划若鸿沟，如此，

则欲调和中西，而其道实穷。因中西人，元有先

天存在之鸿沟，势不可融通故”[7]750。

其次，熊十力对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理解也

较梁漱溟作出了重大转进。梁漱溟的“意欲”说

文化观虽然着力提倡“孔子阳刚乾动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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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将意欲的调和持中视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在儒家文化之“体”上他所突出的就仍然是圆满

自足、无待于外的特征，整体上并没有突破当时

思想界以“静的文明”来概括东方文明的基本认识，

而他以“孔子之刚的态度”[5]539 作为在意欲调和持

中的中国文化之“体”上去全盘承受西方文化的

科学与民主大“用”的理论结论也缺乏严谨妥洽

的论证。而熊十力则在此基础上，通过系统比较

中、西、印文化差异并进行理论会通，熔铸出一

个合变易与不易、存有与活动、绝对的真常与健

动的创生为一体的“本心”本体范畴，从而将梁

漱溟所谓“孔子阳刚乾动的态度”直接融摄到“本

心”本体的内在规定之中，由此重新诠释了儒家

文化的基本精神，更加突出了儒家文化所揭示的

宇宙本体的健动与创生功能，实现了儒家文化之

体由寂向动、动静合一的真正转化。有了这种创

生性的儒家文化之“本心”本体，则立足于本体

的创生功能而发展出诸如西方文化的民主与科学

等种种事功，就是本体自身发用的结果，而不再

是在中学之体上机械地移植与嫁接西方的民主与

科学等大用了，由此也就克服了近代洋务派以及

梁漱溟的中西文化融合思想所具有的“中体西用”

论架构及其体用割裂的内在矛盾，为在体用一致

基础上进行中西文化融合奠定了理论基础。

四 熊十力中西文化融合思想的创获与

影响
“见体以后大有事在。”[11] 当熊十力 1943 年

完成《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后，即开始《读经示要》

的撰述。在这部被视为其“文化哲学”或“思想

史专著”[12] 的作品中，熊十力对洋务派“中体西用”

论到新文化运动“西化”思潮的发展历程进行了

回顾，进而在其“本心”论哲学基础上阐明了他

的中西文化融合的理论主张。

在该著开篇中，熊十力即对“西化”论进行

了批判，认为西化派“妄为一切破坏之谈”，“以

打倒孔家店，号召一世”[7]568。结果，“西化之真，

无从移植得来。固有之长，早已舍弃无余”。因

此，“慎勿轻言西化也。凡人绝无自存自立之道，

而欲以东施，效西子之颦，则未有不败者也”[7]738。

与对“西化”论的批判相比较，他对“中体西用”

论则采取了颇具分析性的扬弃态度。他说：“南

皮（张之洞）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意甚是，

而立辞似欠妥。”“立辞”欠妥，因为“中体西用”

将中、西学分判为一体一用，结果中学是“有体

而无用”，西学是“有用而无体”，而“无用之体，

与无体之用，两相搭合，又如何可能耶？”[7]562 熊

十力延续了严复的批评，指出中西文化融合应克

服体用割裂而在体用一致的基础上予以展开。至

于“其意甚是”，他解释说：“南皮谓中学为体者，

其中学一词，即谓经学，决非空泛无所实主之词。

经所明者常道，故不可舍失也。南皮之意只如此。

其曰西学为用者，亦谓吾人今日当吸收西学以自

广耳。”[7]563 他对“中体西用”的具体内涵进行了

新的诠释，认为所谓“中体”，就是作为“常道”

的“经学”，也就是他的“本心”论哲学所揭示

的儒家文化根本精神的心性之学，这与洋务派以

儒家的伦常名教为中体显然不同。而他所谓的“西

用”，也不是洋务派对西方富强之术的移植与模

仿，而是“吸收西学以自广”。“自广”，即意

味着所学的西学的各种大用在作为儒家文化之体

的“常道”中本已存在，只是历史上没有获得如

西学那样的发展而已。因此，“吸收西学以自广”

本质上就是立足于儒家文化的中学之体上发展其

历史上未尽之用的过程，从而使中西文化融合避

免了体用割裂而变成一种体用一致的关系。对此，

他阐释说：“西洋各种学术之端绪，吾未始不具，

只未发展耳。”[7]563-564 但“西学在吾，既非绝无端

绪，则因人之成功，而强起力追，固可事半功倍”，

所以“南皮欲采西学，其意自是”[7]564。

由熊十力的阐释可以看出，他通过对“西化”

论毁弃固有学术思想的否定而上溯至洋务派“中

学为体”的基本立场，但他所理解的“中学”已

扬弃了洋务派对中学理解的历史内涵而达到作为

中国文化本源精神的六经心性之学的高度，由此

在心性本体的创生性功能的发挥下发展出西方文

化的民主与科学等诸种大用也就克服了洋务派体

用割裂的弊端而实现了中西文化在体用一致基础

上的有机融合。到 20 世纪 40 年代末，熊十力这

种中西文化有机融合的思想得到更为精炼的概括。

他说：“中西文化宜互相融和，以反己之学立本，

则努力求知乃依自性而起大用，无逐末之患也。”[13]

在这里，他再次强调中西文化各有所长亦各有所

短，只有融中国文化实证本体的哲学智慧与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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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偏于外求的科学知能于一体，才能实现中国

以至人类文化本末兼赅、体用不二的健全发展。

至于融合的方式，则是“以反己之学立本，则努

力求知乃依自性而起大用”，就是说，以中国哲

学立本，通过返己修身的道德修养体证本体，进

而根据本体自身的发用而努力求知，从而发展出

西方文化中的民主与科学等种种成就。这样，民

主与科学等事功成就因立足于本体自身德性的显

发而具有了内在的发展依据，由此不仅克服了洋

务派与“西化”派凭空移植与模仿西学的弊端，

而且，因为民主与科学的发展建立在反己之学的

中体之上，也同时克服了西方文化因不识本体而

致一意外求、纵欲殉物的“逐末之患”，从而使

科学知能得以善用，变为人类健全发展的利器，

而非人类自毁之具。

从思想史的发展角度看，如果说清末洋务派的

“中体西用”论作为近代中西文化融合思想发展

的第一个阶段，那么，严复 20 世纪初对“中体西

用”论的批判与新文化运动的“西化”思潮则是

以体用一致原则对第一阶段思想的否定，而梁漱

溟以“意欲说”文化观对“西化”思潮的再否定，

则将近代以来以精神、观念为体的唯心主义路线

的中西文化融合思想推进到辩证综合的否定之否

定新阶段。在这一辩证综合的新阶段，梁漱溟将

意欲调和持中的人生态度视为中国文化之“体”，

较洋务派的“中体”内涵有了重大转变，具有了

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时代内容，但他强调在中学

之“体”上去承受西方文化的民主与科学大“用”，

在文化融合的体用关系上就重蹈了洋务派体用割

裂的历史覆辙。要在否定之否定阶段实现对于洋

务派“中体西用”论和新文化运动“西化”论的

辩证综合，就需一方面继续扬弃洋务派“中体”

内涵的封建主义内容，将其提升到更具时代性的

中国文化精神的高度，同时坚守其维护中国文化

主体地位的基本立场，另一方面又要吸收“西化”

论对于西方民主与科学的强调及其体用一致的原

则，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吸纳与总结近代以来中

西文化融合思想发展中的合理成果而完成思想上

辩证综合的任务。而熊十力正是通过对梁漱溟思

想的改造与转进，从而实现了在创生性的儒家文

化之“体”上发展出诸如西方的民主与科学等种

种大用的理论构想，最终成功地解决了上述辩证

综合的理论任务，其标志着中国近代以体用范畴

对中国社会出路探索的文化融合思想螺旋式发展

的辩证综合的完成。

熊十力“依自性而起大用”的中西文化融合的

理论综合，由于强调立足于儒家文化之体的创生

性功能而发展出诸如西方文化的民主与科学等种

种事功，在理论上就贯彻了体用一致的原则，因

此绝不能笼统地将其与梁漱溟的思想一起视为“中

体西用”，而忽视他对梁漱溟思想的重要转进及

其对近代以来中西文化融合思想所具有的辩证综

合的理论创新意义。如果仍然以体用范畴来表达

他的中西文化融合思想，准确地说，应该称作“中

体新用”。这种“新用”建立在中学之体创生性

功能的基础上，所以本质上还是“中用”，只不

过它具有了民主与科学等崭新的时代内容，从而

与历史上儒家文化的“用”存在着重要区别。而

在创生性“中体”中显发出民主与科学等“新中用”

的过程中，作为已经先行获得民主与科学等种种

成就的西方文化，就具有了重要的外部参考价值，

因此可以参照西方文化已经获得的民主与科学成

就来引发“中体”中蕴含但历史上尚未展开的各

种潜在创生性成果，从而实现对于西方文化的融

会和超越。而作为“新中用”内容的民主与科学

等成就，是立足于“中体”之上的创生性成果，

从而与西方文化开出的民主与科学在本质上并不

相同。对此，熊十力多次强调，西方文化中的民

主与科学由于建立在理智思辨的物我区分基础上，

不识本体，一意外求，从而陷于物我对峙之中，

以宰制和侵略为雄，使人类有沦丧、灭绝之忧；

而建立在中体之上的科学思想强调“裁成天地，

辅相万物”，“与西人征服自然，绝不同一动机”[8]583；

同样，立足于中体之上的民主，“直从性上立基”，

与西方民主偏任法治，“从欲上立基”[7]587也不相同。

总之，立足于中体之上的民主与科学，其事功成

就与发展创新无不体现着宇宙本体会万物为一己

的基本精神，将推动着人类社会向太平大同的方

向演进，具有“救治西洋之弊而亦融西洋之长”[14]

的崭新特征。实际上，这种“中体新用”的中西

文化融合成果，也正是熊十力“本心”论哲学通

过吸收西方文化精华而重铸“中体”所构建的体

用兼备的中国文化的理想形态。按熊十力的理解，

这种“中体”作为熔铸中西印哲学思想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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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上是以中学为体，实质上则是以共同的文化

之体即宇宙本体为体，因为在不同民族文化中，

只有孔子儒学代表的中国文化才较准确地揭示了

宇宙本体体用兼备的基本特征，因此，以中学为体，

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是一种狭隘的坚持民族文

化主体地位的本位立场，而实是一种坚持人类文

化主体地位的世界立场。用贺麟的话来说就是：“文

化乃人类的公产……不能以狭义的国家作本位，

应该以道，以精神，或理性作本位。换言之，应

该以文化之体作为文化的本位……我们不需狭义

的西洋文化，亦不要狭义的中国文化。我们需要

文化的自身。我们需要真实无妄有体有用的活文

化真文化。” [15] 这种理想形态的中国文化的复兴，

熊十力认为，不仅是中国历史和民族文化的发展

方向，也是人类历史和世界文化的发展方向。

熊十力“中体新用”的文化主张，既克服了“中

体西用”论割裂体用的弊端，又避免了“西化”

论只知移植而不知创新的不足，虽然它对文化发

生性的实践维度重视不足而有自身的局限，但无

疑是在唯心主义致思路线上对近代以来中西文化

融合较为深刻与成熟的理论总结，在思想史上的

重要意义和影响不容忽视。到 20 世纪 50 年代后

期，他的弟子牟宗三等人将其中西文化融合思想

明确概括为“返本开新”或“内圣开出新外王”，

并将其作为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关键和思想纲领，

进而围绕熊十力奠定的体用一致原则对如何从中

学创生性本体中“开”出民主与科学的新外王展

开了新的探索与建构，由此也标志着中国现代思

想史上与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相鼎立的现代新

儒学流派的正式形成。从 20 世纪 20 年代梁漱溟

揭启“复兴儒学”的旗帜，到 50 年代现代新儒学

流派的正式形成，熊十力在其中发挥了奠定理论

体系的枢纽性贡献，也由此被誉为现代新儒学“开

宗”大师和 20 世纪中国哲学的“中心的角色”[16]。

纵观近代以来中西文化融合思想体用之争的

发展逻辑，从“中体西用”到“全盘西化”，再

到熊十力及其弟子的“中体新用”思想，构成了

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发展进程。这一螺旋式

发展进程虽然存在着对于体用理解的不同阶段，

但无论是洋务派的“伦常名教”，还是“西化”

派的“民主”与“科学”思想，亦或是熊十力等

现代新儒家的“本心”或“内圣”“心性之学”，

以精神、观念作为文化之体的唯心主义致思路线

却是根本一致的，它与新文化运动后期走上历史

舞台并逐渐居于中国思想界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

义以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及生产方式作为社会历

史与文化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唯物主义路线形成

了鲜明的差异。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论，“不是

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

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7]。精神、观念的所谓

文化之体归根到底只能从当时的社会物质生产及

生产方式的变革实践等社会存在中才能得到合理

的解释，进而发挥其作为社会意识内容的能动的

反作用。因此，以精神、观念作为文化之体是不

可能为中国社会出路指明正确方向的，这也是洋

务派与现代新儒家等文化保守主义与“西化”派

自由主义两大阵营在中国近代社会发展中作用有

限的重要原因。只有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唯物主

义的思想路线，从物质生产及生产方式的变革实

践为社会历史及文化之体的角度，对以精神、观

念为文化之体的唯心主义致思路线实现了理论超

越，从而指明了中国社会经新民主主义而走上社

会主义的正确发展道路，并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

“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

国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化“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

化”[18] 的唯物主义的文化融合与发展思想。这一

思想后被概括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19]，其

要求古今中外的一切思想文化，都要服务于当代

中国人民的物质生产及生产方式变革实践的需要，

并在社会生产方式变革实践中推陈出新，发展出

新时代所需要的新文化。从文化体用观的角度，

就是以当代中国人民的物质生产及生产方式变革

实践为文化发展之“体”，而以古今中外的一切

思想文化为“用”，这是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

产党人在唯物主义思想路线上对古今中西文化融

合的体用关系的崭新理解和理论总结。这一理论

总结也是对近代以来包括洋务派、现代新儒家等

文化保守主义和“西化”派自由主义等各种视观

念决定历史的唯心主义的文化融合思想的理论清

算。但马克思主义在批判近代以来各种以精神、

观念作为文化之体的唯心主义思想路线根本错误

的同时，并不否认社会意识具有自己特有的发展

形式和规律等相对独立性。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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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强调的：“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灵魂。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

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

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本

国本民族要珍惜和维护自己的思想文化，也要承

认和尊重别国别民族的思想文化。”[20] 因此，面

对在当代中国思想界仍然发挥着重要影响的现代

新儒学等文化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各种文化思

想，在唯物主义立场上正确认识和揭示其文化体

用观的唯心主义理论本质与不足并充分吸取其作

为社会意识内容的合理因素和积极成果，对于推

动当代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仍是一项重要的任务。

今天距梁漱溟在北大开讲《东西文化及其哲

学》已届百年，而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

深入实施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秩序的构建和

推进，当代中国与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世界多元

文化的交往融合愈益频繁深入。在这一时代背景

下，以熊十力对梁漱溟思想的改造与转进为核心，

全面回顾近代以来中西文化融合思想的体用之争

与发展逻辑，其不仅对准确把握现代新儒学思想

的理论转进与提升我们对近代以来中西文化融合

思想辩证发展规律的理论认识具有重要意义，而

且对在当代中国坚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并充分

吸取现代新儒学中西文化融合思想在社会意识领

域的合理成果以大力推进当代中国与世界多元文

化的融合创新与健康发展以及增强中华民族的文

化自尊、自信、自立，也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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